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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创新能力与城市经济韧性＊

徐 圆　邓胡艳

摘要：在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的过程中，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增强经济韧性显得愈
发重要。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框架，探讨产业结构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
化）对经济韧性的直接作用，以及其通过驱动创新来影响经济韧性的间接作用。研究发现：２００８年
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各个城市的经济韧性表现差异明显，产业结构越是多样化的城市经济韧性则
越强；多样化对经济韧性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分散风险、抵御冲击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更重要的是
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帮助城市在恢复期做出适应性的结构调整；无关多样化水平越高的城市受到金
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越小，而相关多样化水平越高的城市则因其创新能力较强，在恢复调整期表现出
了更高的韧性；相关多样化主要通过一般性创新作用于经济韧性，而无关多样化则主要通过新经济
创新作用于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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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危机是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多发现象。１９７０—２０１１年间，全世界范围内共爆发了１４７次
系统性金融危机和２１１次货币危机，其中有１３次演变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经济危机（Ｌａｅｖｅｎ　＆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由公共卫生危机演变的一场全球性外部冲
击，进而引发了全球经济的深度衰退。面对难以规避的外部冲击，各国政府都希望拥有抵御和适应
危机的能力，从而能在危机后尽快重回正常增长轨道，避免深陷困境。这恰好与“韧性”一词具有相
通的含义，即遭受外部冲击后维持自身稳定并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因此，近年来“经济韧性”（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开始频繁见诸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并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引起学者们的极
大兴趣（Ｃａｉｎ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贸易投资持续疲软、国际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中国也进
入了经济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面对内外部环境风险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宏观层
面上的经济韧性备受关注，我国领导人便曾多次运用“韧性”一词来概括当前国内经济运行的主要特
征①。经济韧性为我国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摆脱传统粗放发展模式的羁绊提供了较大的腾
挪空间，增强经济韧性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为此，研究探讨经济韧性的来源，探索
强化经济韧性的途径，不仅能为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指导，还能在遭遇严重冲击后（如新冠肺
炎疫情），为以增强韧性为目标制定中长期经济复苏计划提供新的政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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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５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经
济体量大、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２０１４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特
别致辞时指出，中国经济有巨大潜力和内在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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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韧性的非线性多重演化轨迹与地理差异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随着相关实证文献的不
断积累，影响经济韧性的主要因素逐渐被揭示。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一是与
产业结构相关的因素，如产业多样性、专业化、模块化以及相关性；二是与知识基础、劳动力技能、金
融结构、贸易开放等相关的外部性因素；三是包括企业文化、基础设施、政策体制在内的基本要素；四
是预知、商业信心、感知等心理因素。除此之外，经济韧性还受到一些外在条件的影响，如区域性经
济合作的制度安排等。其中，产业结构多样化被视为是最重要的因素（Ｂｒｏｗｎ　＆ Ｇｒｅｅｎｂａｕｍ，２０１７；

Ｒｏｃｃｈｅｔｔａ　＆ Ｍｉｎａ，２０１９）。一方面，多样化具有自动稳定器特征，可以减轻特定部门遭受冲击的风
险，从而钝化危机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帮助区域实现快速的自我修复（徐圆、张林玲，２０１９）。另一方
面，依据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理论，多样化所缔结的“经济关联”和“知识关联”是促进部门间技术溢出的重
要原因，而由技术溢出所引发的创新活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路径的更新和资源重组都至关重要（Ｗｏｌｆｅ
＆Ｂｒａｍｗｅｌｌ，２００８）。因此，更具创新性的经济体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不仅更能够经受住波动的负面
影响，还能更快地做出适应性调整，表现出更强的经济韧性（Ｂｒｉｓｔｏｗ　＆ Ｈｅａｌｙ，２０１８）。

然而，长期以来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备受质疑，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多样化皆能对知
识溢出和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Ｆｒｅｎｋ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将多样化分解为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

认为只有相关多样化才会增强知识溢出并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就业起到促进作用。相反，由于行业间
存在较大的知识差异和认知距离，无关多样化不会如相关多样化一样推动技术溢出，因此，无关多样
化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很可能只局限于避免特定行业的冲击（Ｋｅｍｅｎｙ　＆ Ｓｔｏｒｐｅｒ，２０１５）。然而，

Ｃａｓｔａｌｄ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却发现无关多样化同样可以激发创新，并且是更具应用价值的颠覆性创新，这是
因为无关多样化有助于新知识、新技术在不同行业间交叉融合。那么，相较于相关多样化带来的渐
进式创新，如果颠覆式创新对区域发展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那么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就是无关多
样化是否也能如相关多样化一样通过激发创新而影响区域经济韧性。

鉴于此，本文主要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中关于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探讨产业结构多样化（无关
多样化和相关多样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具体效应以及如何通过创新形成作用机制。在已有文献
中，徐圆、张林玲（２０１９）首次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经济韧性进行测度，并从理论和实证上揭
示了产业结构多样化是影响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产业结构多样化如
何通过作用于创新活动而影响经济韧性，并突出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的重要区别。本文的边际
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以产业多样化为切入点阐释经济韧性的来源，且并没
有简单停留在分析产业多样化对于分散冲击风险的作用，而是深入到产业多样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
影响，进而探讨其对经济韧性的间接作用机制。本文还将多样化分解成无关多样化和相关多样化，

探讨多样化（无关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创新与经济韧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既能识别出多样化的短
期作用（增长和脆弱性），还能在中长期视角下（增长和稳定性）认识到多样化更深层次的意义，进而
为“多样化与专业化之辩”提供新的解释。二是在研究内容上，在Ｃａｓｔａｌｄ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得出的无关多
样化能够促进颠覆式创新这一研究结论的启发下，本文将创新析分为一般性创新和新经济创新，进
一步区分无关多样化和相关多样化在创新机制上影响经济韧性的差异性。三是在研究意义上，本文
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为新常态背景下寻找增长与稳定的平衡点提供重要的政策
启示。进一步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后，从增强经济韧性的角度出发，可以为制定中长期经济复苏计
划以及重塑一个更包容、更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多样化对经济韧性的影响
“韧性”一词原意指系统恢复至干扰发生前状态的速度，物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领域对其的研

究相对丰富，延伸出了工程韧性、生态韧性、适应性韧性等概念。最初，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与“韧性”

相关的理论，直到Ｒｅｇｇｉａ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将其引入到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并参考生态韧性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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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均衡思想，以此解释现实经济中各种集聚现象的内在机理。由此，经济韧性的研究开始逐步展
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随着经济地理学开始“演化”转向，运用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概念来认识
经济韧性问题，成为区域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因此，目前有关经济韧性的理论基础主要集中在演化
经济地理学领域，该理论代表性学者Ｄａｖｉｅｓ（２０１１）将经济韧性分解为三个维度：一是抵御外部冲击
的能力；二是积极应对冲击的能力；三是开创新发展道路的长期适应性能力。在此基础上，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定义经济韧性为区域在竞争性市场中抵御冲击、恢复增长及重组路径的能力，并称为适应
韧性（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可见，经济韧性是一个涉及多个阶段的调整能力，包括：对冲击的抵抗
力、脆弱性或敏感性；从衰退中恢复的速度；受冲击后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程度。经济韧性不单纯指短
期内对冲击的抵御和恢复，更强调危机后通过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所形成的动态变化，即响应内外环
境并顺从发展趋势，有效破除系统中长期固化所形成的锁定状态，从而调整长期均衡发展路径。本
文亦采用该概念，认为在具备适应性韧性的环境中，尽管外部冲击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但也可以将其
视为经济体系以更有效的方式重新分配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并确定新增长路径的机会。

图１　区域面对冲击的韧性过程：一种适应性的动态调整

多样化对经济韧性的作用表现为：首先在经济韧性的第一维度（冲击抵御期），多样化有助于分
散风险。不同类型的产业具有不同的需求弹性、不同的出口导向、不同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度以及不
同的外部竞争风险。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地区，或者过分依赖由本地供应链串联起来一组相关行业
的地区，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会严重得多。而一个以多样化为特征的地区将更有能力吸收冲击，这
是因为多样化集聚具有自动稳定器特征，能够在剧烈的外部冲击下，钝化经济波动和降低不确定性，
防止产业单一所造成的消极“锁定”，并在投资组合效应的作用下降低面对冲击时的脆弱性（Ｋｅｍｅｎｙ
＆Ｓｔｏｒｐｅｒ，２０１５；Ｃａｉｎ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这与生态学中关于韧性的理论十分类似，即强调物种的多样
性和异质性在稳定地区生态环境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同时，更广泛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可以保护
当地劳动力市场免受剧烈冲击的影响，例如，被裁员的工人可能会被受冲击影响相对小的部门吸收
（Ｆｒｅｎｋ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同时，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在冲击抵御期间，产业结构或技术结构更多样
化的地区的表现比专业化地区更稳定（Ｂｉｓｈｏｐ，２０１９）。例如，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通过检视英国主要
地区如何回应过去４０年来的四大经济萧条（１９７４—１９７６ 年、１９７９—１９８３ 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利用抵抗冲击和恢复能力来揭示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发现虽然产业
结构对特定区域应对经济冲击时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在地理上或时间上却不一致，而且随时间的
推移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Ｂｒｏｗｎ　＆Ｇｒｅｅｎｂａｕｍ（２０１７）利用美国俄亥俄州各县就业数据的变化，
研究产业多样性和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认为产业多样化的县在面对１９７７年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
时，表现出了更好的恢复能力和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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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１：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韧性有正面作用。

Ｆｒｅｎｋ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认为有必要将多样化分解成无关多样化和相关多样化。相关多样化是指经
济与技术有较强的联系或者类型差别极小的产业在空间格局中形成的集聚。无关多样化则是指产
业之间的经济与技术有较弱的联系或者类型差别极大的产业在空间格局中形成的集聚。多样化产
业结构的投资组合效应更多地来自无关多样化，而非相关多样化。无关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在
抵御外部冲击时，特定行业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越不容易在产业间扩散，同时进入恢复期后，跨部门资
源重新配置的可能性也越高（Ｋｅｍｅｎｙ　＆Ｓｔｏｒｐｅｒ，２０１５）。基于此，本文对假说１做如下延伸：

假说１．１：与相关多样化相比，无关多样化在冲击抵御期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影响更显著。
（二）多样化通过对创新活动的刺激而间接影响经济韧性
在经济韧性的二、三维度（恢复调整期），多样化可以帮助区域经济对危机做出积极反应，通过刺

激创新来更快地实现适应性结构调整，进而跃入新的发展阶段，并获得更可持续的经济韧性。危机
后，区域为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需要以新产业为支撑对发展路径进行更新，而多样化将通过促进
知识溢出和创新发生来推动这一进程。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理论解释了多样化何以能够促进创新。具体
地，其将知识视为一组相互关联但性质不同的思想之间的重新组合，由此，知识溢出来自行业间，是
多样化而非专业化促进了创新，尤其是突破性创新常常发生在不同产业之间的交叉融合过程中
（Ｂｉｓｈｏｐ，２０１２；Ｄｕｓｃｈｌ，２０１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城市能够将来自不同产业的知识集中起来形成
“技术池”，进而促进不同产业对知识的吸收、分享、借鉴与创新。同时，在具有多样化特征的城市中，

不同类型的创新行为人能够通过近距离交流和接触提高不确定知识产生的可能性，使信息和知识的
传播成本大大降低并引发更多创新可能（万道侠等，２０１９）。多样化集聚可以为新生企业提供更多的
技术选择机会，有利于中小企业孵化、衍生和成长。在进入冲击恢复期后，随着旧产业的瓦解，具有
多样化特征的城市更易于激发企业家创新，催发新企业的诞生（张萃，２０１８）。此外，从微观层面来
看，多样化为消费者提供了拥有差异化产品和服务的机会，但也要求企业家不断创新以满足多样化
的消费需求（Ｂｉｓｈｏｐ，２０１２）。消费者之间有关产品的互动与交流，有利于发掘自身产品或其他产品
的不完美之处，实现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从而逐步优化产业间的创新环境。对企业而言，多样化
提供了借鉴经验的机会，能够在汲取其他企业优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技术和品牌竞争力，并以此
增加企业的创新活力。

依照适应性韧性的内涵，韧性不仅意味着恢复稳定的平衡状态，还包括通过适应外在的冲击变
化，走上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而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意义在于能够在危机后的恢复和更新阶段促
进地区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Ｂｏｓｃｈｍａ，２０１５）。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在经济韧性的阶段循环模型中
发现，冲击会导致创造性破坏和资源释放，创新能力越强的地区会更快地出现新的生产活动，并形成
新的比较优势，进而开启新的增长路径。因此，创新作为关键性的适应因素，使得地区有潜力在经济
环境发生变化时利用现有的知识去寻找新的机会，从而响应结构调整的方向成为危机后经济增长的
重要发动机，并最终引领地区进入新一轮的增长路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２：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将通过促进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间接起到正向作用。
（三）无关多样化与相关多样化对创新活动的作用差异
知识的交流和传播受到距离的影响，过大的认知距离会导致失去共同的技术基础。经济主体之

间的认知邻近过小或过大都会导致难以有效沟通和互动学习。只有当两个作用主体的认知邻近，知
识溢出才能顺利发生。因此，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要求多样化的产业之间在产品、技术、投入－产出、劳动
力和应用等方面具有关联性。相关多样化来自联系密切或类型相近的产业，它们之间的知识交流距
离较近，能够方便快捷地促进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从而大大降低信息和知识传播的成本，推动产业
资源共享和激发新思想、新知识，进而产生溢出效应（Ｂｏｓｃｈｍａ，２０１５）。总体来说，相关多样化可以
通过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交流的外部效应促使创新主体吸收、分享和借鉴新技术，激发创新思维，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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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生正向影响。因此，相关多样化地区的企业之间可以共享互补的知识和技能，在知识重组过程
中具有比较优势（Ｂｏｓｃｈｍａ　＆Ｉａｍｍａｒｉｎｏ，２００９；Ｎｙｓｔｒｏｍ，２０１８）。同时，多样化集聚不仅能增强经济
的外部性，更能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加速演化，这是因为多样化所形成的关联性是引致新产业进入、旧
产业衰退的重要因素，这体现出产业结构演化的“路径依赖”。

多样化关联所驱动的创新具有很强的技术粘性，通常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进，属于渐进式一般性
创新。而无关多样化由于缺乏这种技术关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产业发展带来新鲜“血液”。同时，拥
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技术人才可以极大地改革产业内部的经营和发展方式，从而实现颠覆性创新（Ｃａｓｔａｌ－
ｄ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因此，颠覆式创新更多的是来源于产业间的跨界联合产生的新想法，这种想法反过来会
驱动不同产业之间融合发展，甚至重构产业链、价值链关联，催生新经济。新产业的发展是对区域生产
能力的一种改造，如果改造得越是彻底，就越需要无关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可能会限制严重冲击后的
资源跨部门重组，而无关多样化则通过增加部门间的结构性变化来弥补这种负面影响。当需要重新创
造新的发展路径以适应冲击后环境的变化时，颠覆式创新在应对危机时可能更为重要，而相关多样化
所产生的渐进式创新更适合在稳定时期作为延续原有发展路径的策略以增强区域竞争优势（Ｂｉｓｈｏｐ，

２０１９）。Ｄｕｓｃｈｌ（２０１６）发现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期间，产业结构中的无关多样化增
加了德国城市旧发展道路衰落和新技术轨迹出现的可能性。基于此，本文对假说２做如下延伸：

假说２．１：相关多样化主要通过一般性创新作用于经济韧性，而无关多样化则会通过新经济创新
作用于经济韧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意义不仅体现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在短时期内分散风

险，还因为多样化对区域技术创新和新经济创新的推动，从而使城市在危机后做出资源重组、结构转
型的适应性调整。为验证多样化（无关多样化和相关多样化）是否影响城市经济韧性，本文构建如下
基准模型：

ＲＲＣｉ，ｔ ＝α０＋α１　ｉ，ｔ－１ＤＩＶｉ，ｔ－１＋θ∑Ｘｉ，ｔ－１＋τｉ＋υｔ＋εｉ，ｔ （１）

式（１）中，下标ｉ、ｔ分别代表城市和时间。被解释变量ＲＲＣ为城市经济韧性。遭受外部冲击后，
能否抵御风险并尽快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既往的经济状况，因此，参考 Ｒｏｃｃｈｅｔｔａ　＆ Ｍｉｎａ
（２０１９）的做法，实证模型中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取滞后一期值。此外，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也有助
于缓解内生性问题。ＤＩＶ代表城市整体的产业多样化水平，考虑其与产业相关多样化（ＲＶ）和产业
无关多样化（ＵＶ）的高度相关性，在实证过程中我们将依次代入ＤＩＶ、ＲＶ和ＵＶ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进行回归。τｉ和υｔ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Ｘ为可能影响经济韧性的一系列控制变量，我们逐一介绍如下：开放度（Ｏｐｅｎ），本文以进出
口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外部冲击很大可能是来自国际市场的传导，因此相较于封闭的经济
体，越是开放的经济体越容易遭受冲击的负面影响，但在进入适应调整期后，经济的恢复和重塑与地
区开放度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复杂（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人力资本水平（Ｈｕｍｃａｐ），本文以每千人在
校大学生数量来衡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通常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能够帮助经济体在
受到外部冲击后，转向依赖内需的释放来稳住波动，从而降低宏观经济所受冲击的影响，起到减震器
作用（Ｍａｒｌｏｅｓ，２０１５）。同时，丰裕的人力资本有助于城市在危机后的适应调整期开展创新活动和发
展新产业，是持续性经济韧性的关键来源（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经济密度（Ｅｏｃｄｅｎ），本文以每平方公
里ＧＤＰ来测度，从而捕捉集聚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更大本地市场的优势促进技术外溢和更
多样化的中间品服务，这不仅对抵御外部冲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危机后进行适应性结构调
整的关键（Ｃａｉｎ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金融发展水平（Ｆｉｎｄｅｖ），本文以银行存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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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来衡量。一方面，金融发展可能导致金融部门在经济繁荣周期过度信贷，形成高杠杆，放大金融
冲击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推动危机迅速蔓延并演变成系统性风险，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
当进入适应调整期后，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都离不开金融部门的支持（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城市创业活力（Ｅｎｔｒｖｉｔ），本文用城镇个体从业人员占城市人口比重衡量。一个城市的
创业活力越高，该城市对新思想、新创意的容忍程度也越高，城市中的创新思想将更为活跃，这将为
城市经济韧性提供重要来源（Ｂｉｓｈｏｐ，２０１９）。

（二）变量说明

１．城市经济韧性。实证研究中对经济韧性的测度还处于探索之中。从描述性、解释性的案例
说明，到复杂的指标统计，再到空间计量模型的反事实估计，至今尚未形成较统一的方法。这主要是
因为，经济韧性本身的研究内容就相当复杂，而每个学者关注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因此一般都针对
自己的研究目的设计测度方法。本文对经济韧性的测度参考Ｄｏｒａｎ　＆Ｆｉｎｇｌｅｔｏｎ（２０１８）提供的方
法。首先，基于Ｄｉｘｏｎ－Ｔｈｉｒｌｗａｌ循环因果模型，利用静态凡登定律构建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回归
方程，并考虑空间与时间滞后的影响因素，进行ＧＭＭ－ＳＡＲ－ＲＥ估计，在假设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并未
发生的反事实条件下，得到无外部冲击时各城市的经济情况；其次，定义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为冲击抵御
期、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为恢复调整期，将反事实条件下测算的经济表现与实际情况相比较，进而得到各
城市经济韧性的指标值。对经济韧性的测算结果显示，在冲击抵御期，２３０个样本城市的均值为负，
这表明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大部分城市的实际经济情况低于预期水平；进入恢复调整
期均值转为正，表现为逐步调整、韧性提升。整体而言，大城市的经济韧性强于中小城市，东部沿海
城市的经济韧性强于中西部地区。分阶段来看，在冲击抵御期，城市间经济韧性的整体差异稍小，标
准差仅为０．０６，但大城市均值依然要高于中小城市。其中，对外依存度高的大中城市，如苏州、厦门、
佛山、东莞等，遭遇冲击的强度较大，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而一些相对封闭的小城市，如玉溪、黑河、吕
梁等，反而受影响较小，反事实下的测度结果与实际值偏差不大。而在恢复调整期，城市间经济韧性
的差异显著增大，标准差上升至０．３９，大城市经济韧性明显高于中小城市，并且在冲击抵御期表现出
为负的一些大城市转而为正，这表明在市场规模、产业基础、人力资本、金融环境等方面拥有优势的
大城市虽然同样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但更容易从冲击中恢复过来，通过结构调整与升级较快走出
危机阴霾，而中小城市更倾向于沿着冲击前的发展路径缓慢调整。

２．相关与无关多样化。Ｆｒｅｎｋ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最早提出用熵指数构建产业相关多样化和产业无

关多样化的测算指标。按照熵指数的定义，产业多样化水平可以定义为：ＤＩＶ ＝∑
ｎ

ｉ＝１
Ｐｉｌｎ（１／Ｐｉ）。

其中，ＤＩＶ是某地区的产业多样化水平，Ｐｉ表示小类行业ｉ（ｉ＝１，２，…，ｎ）在该地区的就业占比。假
定该地区中ｎ个小类行业分布在Ｇ（Ｇ＜ｎ）个大类行业中，每个大类行业分别包含若干小类行业。那
么，大类行业ｇ（ｇ＝１，２，…，Ｇ）的就业占比则为其所涵盖的小类行业的就业占比之和，即Ｐｇ＝∑ｉ∈ｇ
Ｐｉ。由此，大类产业内部的多样化程度可以表示为：

Ｈｇ ＝∑ｉ∈ｇ

Ｐｉ
Ｐ（ ）ｇ ｌｎ ＰｉＰ（ ）ｇ

ＤＩＶ ＝∑
ｎ

ｉ＝１
Ｐｉｌｎ（１／Ｐｉ）＝∑

Ｇ

ｇ＝１
∑
ｉ∈ｇ
Ｐｉｌｎ（１／Ｐｉ）

＝∑
Ｇ

ｇ＝１
∑
ｉ∈ｇ
Ｐｉ［ｌｎ（Ｐｇ／Ｐｉ）＋ｌｎ（１／Ｐｇ）］

＝∑
Ｇ

ｇ＝１

［∑
ｉ∈ｇ
Ｐｇ（Ｐｉ／Ｐｇ）ｌｎ（Ｐｇ／Ｐｉ）］＋∑

Ｇ

ｇ＝１

［∑
ｉ∈ｇ
Ｐｉｌｎ（１／Ｐｇ）］

＝∑
Ｇ

ｇ＝１
Ｐｇ［∑

ｉ∈ｇ

（Ｐｉ／Ｐｇ）ｌｎ（Ｐｇ／Ｐｉ）］＋∑
Ｇ

ｇ＝１
Ｐｇｌｎ（１／Ｐｇ）

＝∑
Ｇ

ｇ＝１
ＰｇＨｇ＋∑

Ｇ

ｇ＝１
Ｐｇｌｎ（１／Ｐｇ）＝ＲＶ＋Ｕ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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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业划分，国内相关文献大多采用一、二、三次产业分类（王俊松，２０１６；周国富等，２０１６）。

然而，三次产业的划分实际上是以加工对象的来源为依据，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产业间的相互关联。

因此本文参考万道侠等（２０１９）的方法，利用产业复杂网络模型，依据产业间的技术经济关联度进
行产业社团结构划分，从而得到相关性产业与无关性产业的聚类结果。与万道侠等（２０１９）所不同
的是，本文在数据上首先利用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城市－行业层面的汇总，得到行业代码１３—

４２的就业数据，再衔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各城市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
餐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以
及教育、居民服务、文化体育娱乐和公共管理等１４个服务业行业的就业数据，从而在更细致的产
业分类水平上计算城市产业多样化水平。对于产业社团结构划分，首先利用２０１５年的投入产出
表测算产业的相似度矩阵，并以此为权数构建产业复杂网络模型并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得到９类①

比较明显的聚类集合，我们将这９类技术经济关联度较高的产业社团作为式（２）中的大类行业。相
关多样性度量了由投入产出关联较强的小类行业所构成的大类产业内部的多样化水平，无关多样化
则度量了大类行业之间的多样化水平。相比较于相关多样化，无关多样化具有较弱的知识和技术
关联。

３．城市创新能力。创新产出（专利等）是经济主体使用创新投入（Ｒ＆Ｄ支出，研发人员等）进行
生产的结果，以往大量的实证文献都将专利数量作为地区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然而不同专利的价
值差别较大，使用专利数量代表城市创新水平会存在较大误差。寇宗来、刘学悦（２０１７）利用专利更
新模型评估每类专利的平均价值，同时将各城市新成立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作为其他形式的创新产
出，得到综合性城市创新指数。本文以该创新指数来衡量城市创新水平。同时，还将运用单位ＧＤＰ
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作为城市创新水平的测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逐渐减弱的压力下，我国将发展新经济作为实现
赶超的重要机遇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关于“新经济”学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概念，一般将具有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行业定义为“新经济”。基于国际经验和对中国的观
察，Ｓ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将满足以下标准的行业定义为新经济部门：一是具有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科技投
入和轻资产的特点；二是能够持续快速增长；三是属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产业。最终，他们认为新
经济部门包括９大行业，分别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新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高
科技服务和研发、生物医学、金融和法律服务以及高科技设备制造。寇宗来、刘学悦（２０１７）根据专利

ＩＰＣ分类号与行业四位码间的对应表，汇总得到分城市－行业（四位码）－年份的创新指数数据库。

基于该数据库，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代码２０１８》，将各城市新经济四位码行
业的创新指数进行均值处理，从而得到新经济创新指数，而一般性创新指数则为剔除新经济部门后，

其他的四位码行业创新指数的平均值。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２３０个样本城市新经济创新能力的均值来
看，北京和上海是我国新经济创新的策源地，两者的新经济指数远高于其他城市，紧随其后的是杭
州、南京、广州 、深圳、武汉、成都、天津和西安。北京、上海的创新能力在所有７大类新经济行业中均
位列前三，深圳则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上展现出了
更强的创新能力，广州在生物医药和节能环保产业方面的位次较高。

—４９—

①这九类产业社团分别为：（１）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２）纺织业、纺织服装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３）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
媒介复制、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４）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
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５）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６）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７）交通运输、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资质
勘探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８）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
理和社会组织；（９）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修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表１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定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ＲＣ 经济韧性 １３８０　 ０．００７６　 ０．１００ －１．０３８　 １．２５９

ＤＩＶ 多样化 １３８０　 ２．６５８　 ０．２９９　 ０．９１３　 ３．１１２

ＲＶ 相关多样化 １３８０　 １．１８２　 １．６９１　 ０．４２１　 １．６０７

ＵＶ 无关多样化 １３８０　 １．４７７　 ０．２０７　 ０．４６９　 １．７６８

ＩｎｏＩｎｄ 城市创新指数（取对数） １３８０　 ２．０２０　 ０．２３１　 ０．８７０　 ２．５４６

ＮＥＩ 新经济创新指数（取对数） １３８０　 ０．４０２　 ０．７３１　 ０．００　 ２．４７９

Ｏｐｅｎ 贸易开放度（取对数） １３８０　 ３．８９０　 １．２１０ －０．８４５　 ９．１３０

Ｈｕｍｃａｐ 人力资本水平（取对数） １３８０　 ５．８８２　 ０．７９２　 １．５２０　 ７．３７１

Ｆｉｎｄｅｖ 金融发展程度（取对数） １３８０　 ０．９１７　 ０．４１５ －０．５５１　 ２．３２１

Ｓｃｅｄｕ 研发投入（取对数） １３８０　 ３．００７　 ０．２４４　 ０．４５８　 ３．６５５

Ｅｃｏｄｅｎ 经济密度（取对数） １３８０　 ８．１６２　 １．２４７　 ２．８７５　 １１．２２７

Ｅｎｔｒｖｉｔ 创业活力（取对数） １３８０　 ３．３６６　 ０．７００　 ０．３７０　 ５．４８１

Ｉｎｄｓｔｒ 产业结构（取对数） １３８０　 ４．４５２　 ０．１０２　 ３．５８９　 ４．６０５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首先，为了检验产业结构多样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本文对式（１）进行估计，结果如表２所

示。从中可以发现，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期间，无论是多样化、相关多样化还是无关多样化，都表现出与
经济韧性的显著相关性。可见，产业结构多样化具有自动稳定器的特质，在面对剧烈波动的外部市
场环境时，有助于经济体实现快速自我修复。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地区，缺
乏分散风险的产业环境和经济机制，难以应对各种外部冲击，也容易在危机后陷入困境而出现失衡。
当将这一实证结果延伸到中国整体时，可以用于解释我国经济韧性的由来。中国是全世界工业门类
最齐全的国家，拥有４１个工业大类、１９１个工业中类和５２５个工业小类，能够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
航天、从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全部工业产品。这使得中国在面对任何经济危机时，都具备广阔的
回旋空间，和进一步升级产业的基础。
表２的第（４）～（６）列为冲击抵御期中产业多样化对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发现，相

关多样化在冲击抵御期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这也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相
关多样化是由紧密相连的上下游产业组成的一组产业集群，当其中一个产业受到强烈冲击时，很
容易由供应链传导到其他产业。相反，无关多样化可以使特定行业所受到的负面影响不易在产业
间扩散。因此，无关多样化对经济稳定有更加积极的影响，能够在宏观经济发生波动或冲击时减
轻甚至避免产业间的连锁反应（周国富等，２０１６），从而起到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效应。但在整个
样本内，对比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相关多样化对经济韧性的作用更强。
这意味着在适应性韧性的恢复和调整阶段，相关多样化对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重新配置的影响更
大。这提示我们，以创新水平作为中间机制，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对经济韧性的间接作用存
在差异。

表２　多样化与经济韧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期 冲击抵御期

ＤＩＶｔ－１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０７６５）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０７９７）

—５９—

徐圆 邓胡艳：多样化、创新能力与城市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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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期 冲击抵御期

ＲＶｔ－１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１４３）

ＵＶｔ－１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１２０）

Ｏｐｅｎｔ－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３２）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４）

Ｈｕｍｃａｐｔ－１
－０．００３６９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４０１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３２５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３４）

Ｆｉｎｄｅｖｔ－１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０７１）

Ｅｃｏｄｅｎｔ－１
－０．００８２６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９４４＊＊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８４２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４１９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９３＊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６０
（０．００２６）

Ｅｎｔｒｖｉｔｔ－１
－０．００３３１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３１５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３３２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４２６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４５０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４２２
（０．００３９）

常数项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６７０
（０．０６７０）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４６８）

０．００８８２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４６４）

观测值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６９０　 ６９０　 ６９０

Ｒ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２　 ０．２０８　 ０．２０５　 ０．２０８

　　注：括号里面的值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同。各回归均控制了时
间、地区固定效益效应，结果未予展示，表４、表５与此相同。

本文对经济韧性的测算是基于反事实实验下的结果，与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双向因果关系较弱，
但有可能存在由于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补充使用空间
杜宾模型（ＳＤＭ）进行回归估计，ＳＤＭ模型有助于解决潜在未观察到的异质性，并能有效减轻由变量
缺失而引致的估计偏差。ＳＤＭ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其与表２基本一致，即：产业结构多样化是影
响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相关多样化比无关多样化更有助于提升经济韧性；但在经济韧性的第一阶
段———冲击抵御期，多样化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效应主要来自无关多样化，无关多样化程度越高的
城市受到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冲击越小。至此，本文的假说１和假说１．１均被证实。

表３　多样化与经济韧性（空间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期 冲击抵御期

ＤＩＶｔ－１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０９０１）

ＲＶｔ－１
０．０６０９＊＊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６５）

ＵＶｔ－１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１３３）

Ｏｐｅｎｔ－１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６）

Ｈｕｍｃａｐｔ－１
－０．００９２０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８８１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９１６＊＊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８９７＊＊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３８）

—６９—



续表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期 冲击抵御期

Ｆｉｎｄｅｖｔ－１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３８２＊＊＊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０７８）

Ｅｃｏｄｅｎｔ－１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２８）

Ｅｎｔｒｖｉｔｔ－１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４）

观测值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６９０　 ６９０　 ６９０

Ｒ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５

　　注：空间矩阵采用经济地理矩阵。

（二）创新活动的中间机制
依照前述理论框架，创新作为关键性的适应因素，是地区遭受冲击后响应环境变化，适时调整产

业结构，从而开启一条新增长路径的关键所在。而依据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理论，多样化产业结构下的知
识溢出效应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原因。我们构建如下模型，用以检验产业结构多样化（无关多样化和
相关多样化）是否影响城市创新水平，进而验证多样化的产业结构是否能够通过影响创新来间接作
用于城市经济韧性。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ｔ ＝β０＋β１ＤＩＶｉ，ｔ－１＋∑Ｚｉ，ｔ－１＋τｉ＋υｔ＋εｉ，ｔ （３）

式（３）中，下标ｉ、ｔ分别代表城市和时间。被解释变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为城市创新水平。τｉ 和υｔ 分
别代表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可预期，β１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区产业结构的多样
化有利于知识交流，进而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在下文的实证检验中，创新变量将进一步析分为
一般性创新和新经济创新。

∑Ｚ为可能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控制变量，我们逐一介绍如下。产业结构（Ｉｎｄｓｔｒ），产业演进与
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机制，本文采用第二和第三产值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进行衡
量，以此捕捉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Ｏｐｅｎ），对外贸易作为国际知识转移的重要载体，
是国际前沿知识溢出的重要途径。研发投入（Ｓｃｅｄｕ），采用科教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其是
创新的一项基础性来源。人力资本（Ｈｕｍｃａｐ），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红利，是中
国技术创新水平得以提高的重要因素（钱晓烨等，２０１０）。金融发展水平（Ｆｉｎｄｅｖ），金融是实体经济
的血脉，金融发展通过引导资本要素的配置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对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贾俊
生等，２０１７）。
对式（３）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无论是整体多样化，还是相关多样化与无关多样化，都表

现出与城市创新能力显著的正相关性。结合前面的理论分析不难看出，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我国城市层
面的知识生产具有积极作用。产业在同一城市内的多样化集聚，有助于提升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
和资源分享机会，促使资源知识、信息和技术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交流、学习、借鉴与模仿，为创新带
来互补性和竞争性供给，最终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创新对城市经济
增长的作用愈发凸显。创新型城市可以利用储备的知识存量，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和适应外部环境变
化，不仅悄然完成产业转型，还形成了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推动
经济前进的“新引擎”。然而有些城市则在危机后一蹶不振，增长停滞，深陷单一产业结构困局，甚至
还有些城市在区域发展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作用下形成“收缩”。增长型城市的繁荣所反映
出的经济韧性是以创新为基本的驱动力，而多样性则是城市创新能力的肥沃土壤。
为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采用各地级市单位ＧＤＰ发明专利申请量作为城市创新水平的代理

变量，回归结果如表４的第（４）～（６）列所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同时，对比无关多样化和相关多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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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的回归系数值可以发现，相关多样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边际作用更大。城市多种关联性产业的
集聚一方面可以促进多样化思想的交流沟通，促进同类型企业共享技术和信息，进而提升企业创新
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相关多样化可以保证产业间存在合适的认知距离，使得粘性技术更容易溢出
和被学习模仿。

表４　多样化与城市创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创新指数 单位ＧＤＰ发明专利

ＤＩＶｔ－１
０．３７３＊＊＊
（０．１０３）

０．２６５＊＊＊
（０．０９４７）

ＲＶｔ－１
０．５６２＊＊＊
（０．１７３）

０．４０８＊＊
（０．１５９）

ＵＶｔ－１
０．４１５＊＊＊
（０．１６０）

０．２８９＊＊
（０．１４７）

Ｉｎｄｓｔｒｔ－１
６．２２９＊＊＊
（０．３２７）

５．９５６＊＊＊
（０．３１８）

６．２５８＊＊＊
（０．３３９）

６．９４９＊＊＊
（０．３００）

６．７５５＊＊＊
（０．２９２）

６．９６５＊＊＊
（０．３１１）

Ｏｐｅｎｔ－１
０．１３７＊＊＊
（０．０２７１）

０．１４８＊＊＊
（０．０２６８）

０．１３９＊＊＊
（０．０２７４）

０．２３０＊＊＊
（０．０２４９）

０．２３８＊＊＊
（０．０２４６）

０．２３１＊＊＊
（０．０２５１）

Ｓｃｅｄｕｔ－１
－０．１９８
（０．１３８）

－０．１７７
（０．１３８）

－０．１９７
（０．１３８）

－０．３５１＊＊＊
（０．１２６）

－０．３３６＊＊＊
（０．１２６）

－０．３４９＊＊＊
（０．１２７）

Ｈｕｍｃａｐｔ－１
０．４２３＊＊＊
（０．０３６７）

０．４１９＊＊＊
（０．０３６９）

０．４３１＊＊＊
（０．０３６８）

０．３１６＊＊＊
（０．０３３７）

０．３１２＊＊＊
（０．０３３９）

０．３２２＊＊＊
（０．０３３７）

Ｆｉｎｄｅｖｔ－１
０．９９８＊＊＊
（０．０８１９）

１．００９＊＊＊
（０．０８１８）

１．０１７＊＊＊
（０．０８１８）

０．６４２＊＊＊
（０．０７５３）

０．６４９＊＊＊
（０．０７５１）

０．６５６＊＊＊
（０．０７５１）

常数项
－２６．５１＊＊＊
（１．７０２）

－２５．０２＊＊＊
（１．６１４）

－２６．３１＊＊＊
（１．７６１）

－２５．１８＊＊＊
（１．５６３）

－２４．１３＊＊＊
（１．４８２）

－２５．０１＊＊＊
（１．６１６）

观测值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Ｒ２　 ０．６５６　 ０．６５６　 ０．６５５　 ０．７３６　 ０．７３６　 ０．７３５

　　

相关性较弱或类型迥异的企业间的知识流动，会形成交叉融合，尽管不如相关多样化领域的重
组创新那么易于成功，但这种创新一旦形成，可以带来全新的变化，形成颠覆式的创新力量。在冲击
之后的恢复期，新经济创新活动对地区的经济韧性更富有意义，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新经济代
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要素重组的方向，如果各城市将创新活动的方向定位于最有机会的行
业，比如新经济产业，那么它们将在“后危机”时期进入一条适应性更强的增长路径，从而表现出更强
的韧性。表５的结果显示，相关多样化并没有对新经济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但无关多样化却是新经
济创新的主要来源。关于一般性创新的回归结果，与表４城市总体创新指数的结果相似，即相关多
样化对一般性创新的作用更强。由此表明，相关多样化更多的是通过一般性创新的途径作用于经济
韧性，而无关多样化还能通过新经济创新的途径作用于经济韧性。

表５　多样化与新经济创新、一般性创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新经济创新 一般性创新

ＤＩＶｔ－１
０．１９５＊＊＊
（０．０５７３）

０．３２７＊＊＊
（０．０７３２）

—８９—



续表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新经济创新 一般性创新

ＲＶｔ－１
０．１３８
（０．０９６８）

０．４７４＊＊＊
（０．１２３）

ＵＶｔ－１
０．３２３＊＊＊
（０．０８５０）

０．３８０＊＊＊
（０．１１３）

Ｉｎｄｓｔｒｔ－１
２．０５８＊＊＊
（０．１７２）

１．９１８＊＊＊
（０．１６７）

２．１５２＊＊＊
（０．１７８）

４．０７４＊＊＊
（０．２３２）

３．８３５＊＊＊
（０．２２６）

４．１１２＊＊＊
（０．２４１）

Ｏｐｅｎｔ－１
０．１０７＊＊＊
（０．０１４５）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４３）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８２０＊＊＊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９２２＊＊＊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１９５）

Ｓｃｅｄｕｔ－１
－０．２５３＊＊＊
（０．０６６８）

－０．２３５＊＊＊
（０．０６７１）

－０．２７４＊＊＊
（０．０６７３）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９７７）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９７７）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９８１）

Ｈｕｍｃａｐｔ－１
０．０７１８＊＊＊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７４６＊＊＊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７７８＊＊＊
（０．０２０７）

０．３１４＊＊＊
（０．０２６１）

０．３１０＊＊＊
（０．０２６２）

０．３２１＊＊＊
（０．０２６１）

Ｆｉｎｄｅｖｔ－１
０．４８９＊＊＊
（０．０４０２）

０．４９４＊＊＊
（０．０４０６）

０．５０１＊＊＊
（０．０３９９）

０．４６１＊＊＊
（０．０５８１）

０．４７２＊＊＊
（０．０５８１）

０．４７７＊＊＊
（０．０５８１）

常数项
－９．６５２＊＊＊
（０．８２３）

－８．７７５＊＊＊
（０．７７６）

－９．９８９＊＊＊
（０．８４５）

－１９．５４＊＊＊
（１．２０７）

－１８．２１＊＊＊
（１．１４７）

－１９．４４＊＊＊
（１．２５１）

观测值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Ｒ２　 ０．３６１　 ０．３５７　 ０．３６３　 ０．６１７　 ０．６１６　 ０．６１５

　　

从逻辑关系上讲，上述关于产业集聚与创新活动的实证分析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
引致内生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产业结构多样化能够通过技术溢
出效应、劳动力流动效应、规模经济与外部性效应促进创新发展，而创新也能通过增长极效应、产
业结构优化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与网络化效应对产业结构多样化产生影响。二是存在遗漏变量问
题。为避免估计结果存在偏误，本文尝试寻找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相关研究文献通常寻找具有历史特征的工具变量，因为历史集聚状态一方面会影响当前
的集聚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时间足够远，对当前的其他经济活动又影响有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我们首先引入１９８４年的城市人口密度（Ｐｏｐｄｅｎ＿８５）变量，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城市统计年鉴１９８５》。

１９８４年的城市人口密度作为历史集聚变量指标是后来城市集聚经济特征形成的基础，而１９８５年到
本文样本的研究年份相差近３０年，较长的时间可以保证不会与模型残差项相关。此外，工具变量的
个数需要足够多，从而保证过度识别，同时与扰动项又能保持正交关系。我们从地理角度出发寻找
第二个工具变量。封志明等（２００７）的研究表明，地形起伏度是影响中国人口分布和劳动力密集程度
的重要因素，这种天然形成的地理特征与集聚程度相关性较高，但不直接影响城市创新水平。因此，参
考林伯强、谭睿鹏（２０１９）的做法，采用各地级市地形坡度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６所示。

表６　多样化与创新（２ＳＬＳ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城市创新指数 新经济创新指数

ＤＩＶｔ－１
１．０８１＊＊＊
（０．２７５）

２．０６０＊＊＊
（０．６２８）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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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城市创新指数 新经济创新指数

ＲＶｔ－１
２．１３６＊＊＊
（０．８２７）

３．６４２
（２．８０５）

ＵＶｔ－１
１．６０８＊＊＊
（０．３８０）

３．１５３＊＊＊
（０．９４６）

Ｉｎｄｓｔｒｔ－１
１．６２５＊＊＊
（０．２０４）

０．９６２＊＊＊
（０．２３６）

１．９９７＊＊＊
（０．２６１）

３．５６０＊＊＊
（０．６３２）

２．３３２＊＊＊
（０．６３３）

４．３１６＊＊＊
（０．７５６）

Ｏｐｅｎｔ－１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３０１）

ｓｃｅｄｕｔ－１
－０．０８７０
（０．０７０４）

－０．１０７
（０．０８２７）

－０．１９６＊＊
（０．０８３７）

－０．３８５＊＊＊
（０．１４９）

－０．２９５＊
（０．１７９）

－０．６０５＊＊＊
（０．２００）

Ｈｕｍｃａｐｔ－１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１６７）

－０．１２９＊＊＊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７３２＊＊
（０．０３７１）

－０．１４２＊＊＊
（０．０４６１）

Ｆｉｎｄｅｖｔ－１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９９２
（０．０９７６）

０．０６６３＊
（０．０３８４）

０．４２６＊＊＊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３８
（０．１６６）

０．５９２＊＊＊
（０．１１７）

常数项
－７．７８２＊＊＊
（１．２５８）

－５．１０７＊＊＊
（１．１３７）

－８．６３４＊＊＊
（１．３９８）

－１９．７４＊＊＊
（３．３９１）

－１４．２９＊＊＊
（２．８９５）

－２１．６５＊＊＊
（３．８３１）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４１．５９３
（１９．９３）

２６．９２８
（１６．３８）

４４．８７６
（１９．９３）

４１．５９３
（１９．９３）

２６．９２８
（１６．３８）

４４．８７６
（１９．９３）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３．２１２
（０．１１３１）

０．４２７
（０．５１３５）

２．２０５
（０．１３７６）

０．６８６
（０．４０７６）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４．２０２
（０．０００８）

６．６９３
（０．００９７）

１６．７３７
（０．０００２）

１４．２０２
（０．０００８）

６．６９３
（０．００９７）

１６．７３７
（０．０００２）

观测值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注：Ｈａｎｓｅｎ　Ｊ和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统计量的括号内为ｐ值，Ｃ－Ｄ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括号内为１０％的临界值。

从表６第（１）（３）（４）（６）列中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统计量、Ｈａｎｓｅｎ　Ｊ统计量和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来看，工具变量的选取不存在识别不足、过度识别和弱工具变量问题，且第一阶段的Ｆ检验
值均大于１０，符合经验法则。但以相关多样化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模型时，Ｈａｎｓｅｎ　Ｊ统计量表明存
在过度识别，为此表６中第（２）（５）列的２ＳＬＳ回归只选取１９８４年城市人口密度（Ｐｏｐｄｅｎ＿８５）作为
工具变量，此时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统计量和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通过相关检验，不存在识别
不足、弱工具变量问题。２ＳＬＳ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对城市创
新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相关多样化的作用更强，而对于新经济创新，依旧是无关多样化的回归
系数呈现高度显著性。这与表５的回归结果相同，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此前所获结论
依然稳健。

（三）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模型
按照中介效应模型的通常回归方法，需要将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多样化（无关多样化和相关多

样化）、城市创新能力同时纳入模型，如式（４）：

ＲＲＣｉ，ｔ ＝γ０＋γ１　ｉ，ｔ－１ＤＩＶｉ，ｔ－１＋γ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ｔ＋ρ∑Ｘｉ，ｔ－１＋εｉ，ｔ－１ （４）

式（４）中，下标ｉ、ｔ分别代表城市和时间。其他变量如前文所示，控制变量∑Ｘ与式（１）相同。对
式（１）（３）（４）三组模型同时进行回归，若α１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多样化（无关多样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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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城市，越能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响应结构调整的方向，表现出更强的经济韧
性；进一步检验β１ 和γ１ 的系数，若两者同时显著，说明多样化（无关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将通过影响
城市创新能力来影响城市经济韧性，其影响程度为β１ 和γ１Ｚ；若两者中某一系数不显著，说明城市创
新水平的中介效应不明显，即产业结构多样化（无关多样化、相关多样化）难以通过影响创新活动来
影响城市经济韧性。控制城市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后，若式（４）中γ１ 依旧显著，说明多样化（无关多
样化和相关多样化）对城市经济韧性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通过影响城市创新水平而产生的间接影响；
若此时，γ１ 不再显著，说明多样化（无关多样化和相关多样化）仅仅会通过影响城市创新水平来间接
影响经济韧性，并不存在直接影响或其他作用机制。鉴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的中间机制效应检验不能解
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其回归结果只作为本文的稳健性补充。
中介效应检验第三步的结果如表７所示。无论是城市创新指数还是新经济创新指数，均与经济

韧性有显著相关性，这表明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创新能力越强的城市越能更好地抵御外
部冲击，并在“后危机”时代中表现出更强的恢复力。这是因为创新有助于推动区域在受到外部冲击
后对其工业和技术结构做出适应性调整，以顺应经济格局的变化（Ｗｏｌｆ　＆Ｂｒａｍｗｅｌｌ，２０１６）。按照

Ｂｒｉｓｔｏｗ　＆ Ｈｅａｌｙ（２０１８）的观点，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往往更容易被“创造性破坏”，进而打破其原有
的发展路径，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创新还是一个更具迭代性、适用性和持续性的过程，
其既是短期内抵御冲击的关键性因素，也是长期变革性更新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表７的结果还显
示出，无关多样化不仅能通过一般性创新行为影响经济韧性，还能激发新经济领域的创新，从而对地
区产业结构调整起到更深远的影响，并且，无关多样化通过新经济创新影响经济韧性的中介效应值
比一般性创新的更大。可见，无关多样化对经济韧性的间接效应更多地是来自于其对新经济创新的
作用，这与表（５）和表（６）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至此，假说２和假说２．１被证实。

表７　多样化、创新与城市经济韧性（中介效应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城市创新指数 新经济创新指数

ＤＩＶｔ－１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１２８）

ＲＶｔ－１
０．０６７２＊＊＊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７３０＊＊＊
（０．０２２５）

ＵＶｔ－１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１８６）

ＩｎｏＩｎｄ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３３）

ＮＥＩ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０６５）

Ｏｐｅｎｔ－１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３９１）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４０）

Ｈｕｍｃａｐｔ－１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３）

Ｆｉｎｄｅｖｔ－１
－０．００３７６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１）

Ｅｃｏｄｅｎｔ－１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０９９）

Ｅｎｔｒｖｉｔｔ－１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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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城市创新指数 新经济创新指数

常数项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４７８）

－０．０６８０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３９５）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４５２）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９＊＊＊

观测值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Ｒ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７

　　注：ｂｏｏｓｔｒａｐ检验给出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系数值，表中上方是间接效应、下方是直接效应。

五、结论与建议

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韧性”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本文以演化经济
地理学中相关理论框架为基础，将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外部冲击，通过对２３０个城市经济韧性
的测度，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对经济韧性的直接作用，以及其通
过驱动创新来影响经济韧性的间接作用。研究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１）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
后，我国各个城市的经济韧性表现差异明显，产业结构越是多样化的城市经济韧性则越强；（２）多样
化对经济韧性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分散风险、抵御冲击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技
术创新，帮助城市在恢复期做出适应性的结构调整；（３）无关多样化水平越高的城市受到金融危机的
冲击相对越小，而相关多样化水平越高的城市则因其创新能力较强，在恢复调整期表现出了更高的
韧性；（４）相关多样化主要通过一般性创新作用于经济韧性，而无关多样化则主要通过新经济创新作
用于经济韧性。

２０２０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视为一次严重的外部冲击，业已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各
国政府在抛出临时性刺激政策和纾困举措时，也在酝酿中长期复苏计划。那么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是，政策制定应该谋求仅仅“回到之前的状态”，还是应该寻找路径重塑一个更包容、更韧性的经济发
展模式？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和当前的内外部环境，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首先，更具韧性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应成为我国宏观政策制定的重要战略内容。在高度全球化的
今天，包括公共卫生危机、全球气候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内的一系列外部冲击都将变得更加频
繁，且由于产业链的高度国际化分工，这些外部冲击往往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令各国普遍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和转型国家，中国需要在宏观政策层面将提升“经济韧性”作为一项
长期战略来实施，从而构建更能抵御冲击和更快实现复苏的经济和社会系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后，在公共支出和基础投资的政策制定方面都需要将可持续发展和增强韧性的长期目标注入刺激方
案中，制定国家韧性建设方案，并借此引领整个社会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转型。

其次，在“更具韧性”的战略导向下，我国大中城市的发展模式应更加偏重多样化。“专业化还是
多样化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一直是学术界的争论焦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取决于城市的发
展阶段，更要思考是否以“更具韧性”为追求目标。目前，我国长期倚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带动
经济增长的格局已经发生了转变，研究样本中的２３０个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超过４０％的
占到一半以上，其中４９个城市的服务业已占据“半壁江山”，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更是越过了７０％。

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最初由制造业的部分职能中分离出来，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这不仅有利于不同知识技术在产业之间或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扩散和渗透，还有助于促进生产
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创新。特别是随着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
发展日益深化，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差异化的经济个体在集聚的过程中对互补知识的交流整合，将
会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等创新活动。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后，大中型城市应基于本地市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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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发展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这不仅能在危机时帮助城市分散风险、抵御冲击，更重要的是在危机后，
还能为城市阶梯性的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而中小城市或城镇，因为无法达到多样化带来
知识溢出的“门槛”，则需要结合自身的禀赋优势、发展定位，与区域内其他城市协同分工，承接大中
城市的制造业转移。同时，为克服产业结构单一的弊端，应积极参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一体化建设，
通过与其他城市的包容性合作，分享由多样化所带来的创新收益。
最后，危机过后更应注重创新，尤其是“新经济”创新。为促进经济复苏而制定的各项政策，落脚

点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回到过去的增长路径，即不能为了急于刺激经济，而将有限的资源功利地配
置到能够迅速有所起色的部门，特别是一些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部门之中；相反，需要以更长远的眼
光对待危机后的经济调整期，治理阻碍知识溢出、创新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更多的创新动能。
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以新经济为主导，以科技型企业为主体，促进城市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转变。同时，建议将多样化作为区域创新网络构建的重要形式，对于因经济规模和创新
活动密度有限、无法实现多样化的中小城市而言，参与区域创新网络构建是一种可行且风险最低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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